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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民众的国家认同感较强，但不同社会人群和代际群体，其国家认

同感强弱程度有所差异。经济因素、社会结构因素和文化因素都会影响个人的国家

认同感；国家认同感及其影响因素存在代际差异。调研数据显示，青年一代的国家

认同感弱于老一代人；老一代人的国家认同感更易于受到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而

青年一代的国家认同感更易于受到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青年人的国家认同

感正在形成过程中，爱国主义教育和舆论宣传有助于增强他们的国家认同感，但

是，靠单纯的宣传教育还不够，给他们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让他们像老一代人一

样，把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才有利于培养和强化青年人的国

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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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与国家利益的矛盾冲突日益凸显，民众的国家认同感
与国家命运和民族未来息息相关。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自信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② 国家认同感是文
化自信的具体表现。据研究，③ 当今中国民众普遍具有较高的国家认同感和爱国主
义情感，无论是青年一代还是老一辈群体，都表现出了对祖国领土和国家利益的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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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感和责任感，以及作为中国人的国家自豪感，但不同社会人群的国家认同感的强
弱程度呈现出一些差异。深入研究中国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及其影响因素，探讨不同
社会群体的国家认同感差异，找寻提升民众国家意识和爱国情感的途径，对于当前
社会政治稳定和我国未来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认同是涉及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主题，不同学科、不同理论
流派对于认同概念的具体定义有所差异。一般认为，认同是个人或者群体的自我建
构，①它涉及我是谁或我们是谁、我在哪里或我们在哪里的反思性理解，②以及什么
对我和我们最有意义 。③ 社会学的认同理论特别强调社会及社会结构对自我认同的

影响，认为认同的实质就是对社会建构的角色认同。④ 国家认同作为一种集体认同，

是对自己与国家之间联系的意识，是公民个体主观认可的、自己属于某个国家的感
受，⑤ 主要是指对自己所属国家的政治结构、精神价值等的主观认知以及由此形成

的忧患意识和国家自豪感等主观感受。⑥

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国家认同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论题就出现于国际政治学及
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并产生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而我国对于国家认同问
题的研究在近十年才引起广泛关注，尤其自２００９年以来，相关研究成果数量迅速增
长，对国家认同概念的讨论逐步深入。⑦ 我国学者的国家认同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
于两个方面：一是讨论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问题，二是青年人的国家政治认同
问题。虽然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但缺乏对更广泛的国家认同概念的理解和
研究视角，特别是缺乏对国家认同影响因素的深入分析。另外，目前国内学者大多
从理论层面或历史分析视角对国家认同问题进行探讨，相关的实证研究较少。采用
全国性调查数据，对所有社会成员的国家认同问题的分析较为少见，从而无法准确
把握国家认同的总体状况。

为较全面地了解我国民众的国家认同状况，本文基于２０１３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
数据，深入分析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对民众国家认同感的影响，评估不同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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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国家认同情感的强弱程度，重点比较青年一代和老一辈人的差异，探寻针对
不同人群的增强国家认同感的途径。

一、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及研究假设

国家认同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社会建构的结果。① 这一建构过程体现在人们
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人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状况影响了国家认同的
形成。② 国家认同可以被强化，也可能被弱化。③ 在国家认同强化或者弱化的过程
中，经济、社会和文化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本文重点考察个人的经济条件、社会
结构位置，以及文化因素对国家认同感的强弱程度的影响。

（一）经济因素与国家认同

一些学者指出，经济状况会影响人们的国家认同意识，许多实证研究也证实了
这些理论观点。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是美国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的 “后物
质主义价值观理论”。④ 英格尔哈特提出 “匮乏假设”命题，认为处在经济和物质安
全相对匮乏状态的人们，追求的是经济增长和物质安全，秉持的是物质主义价值观，

对国家寄予较高的希望，国家认同感比较强烈；而处在生活富裕和福利保障水平较高
的环境中的人们，倾向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他们对经济和人身安全习以为常，较不
可能视邻国民众为本族的威胁，这会导致其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有所降低。英格
尔哈特基于４３个国家的价值观调查数据，发现低收入国家的民众比富裕国家的民众
具有更强烈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而经济状况不稳定的人群比享有较好福利保障
的人群具有更强烈的国家认同感。⑤ 哈特金恩和奥普芬格的实证分析也证实了收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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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与国家认同感强度的负相关性。① 乌尔里希·贝克表达了与英格尔哈特类似的看
法，他认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西方福利国家的建立和完善为个体力量的强化奠

定了基础，削弱了人们对集体性范畴的依赖，消解了基于 “社会和政治的组织和制
度所依赖和参照的集体意识的形式”，② 从而弱化了国家认同这类集体意识。

不论是英格尔哈特还是贝克的理论观点都具有这样的含义：当人们越来越富裕，

生活越来越有保障时，人们对国家的依赖性会减弱，个人自主需求会增强，因而国

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就会弱化。虽然一些国外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说法，但

在中国是否成立还需进一步的检验。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１．１：个人收入越高，国家认同感越弱；

假设１．２：个人的就业稳定性越高，国家认同感越弱。

（二）社会结构因素与国家认同感

英国 “脱欧”公投的 “社会分裂”和美国总统选举的 “社会撕裂”，显示出不同

社会身份的人群在国家认同意识方面有不同的观念，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会影
响其国家认同感。许多国外的实证研究发现，相较于其他社会成员，社会、经济、

文化精英们的国家认同感较弱而全球化认同感较强。③ 胡格荷和马克斯认为，由于

全球化给精英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他们从中受益较多，因而更认同全球化意识而
弱化国家认同。④ 相反，劳工阶层和中下阶层在全球化过程中获益较少，还有可能

面临外来移民竞争的冲击而利益受损。英格尔哈特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发现，劳
工阶层的国家认同感和排外情绪较强，而中产阶层和上层的国家认同感和排外情绪

较弱。⑤ 亨廷顿认为，“个人对全球化进程的参与程度，几乎是直接根据个人的社会

经济地位而定，精英人士参与得比一般人更深。”⑥ 亨廷顿指出，“美国的商界、学
术界、各种专业界和政界以及传媒和非盈利组织的精英人士广泛参与国际活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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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身份的重要性降低，因而日益将自己视为跨国人士，从跨国和全球的角度看待
自己的利益和事业。”①他进一步指出，美国精英人士轻国民身份而重全球身份和跨
国身份，与美国公众仍然高度重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价值观的态度形成越来越大
的差距，导致美国 “民族精神黯然失色”、“爱国主义衰退”、“民族特性受围攻的困
境”和 “美国公民身份的贬值”。② 于海涛等在讨论全球化带来的国家认同危机时也
注意到，经济全球化使部分社会群体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选择机会，而另一些群体
则可能感受到利益受到冲击。因此，全球化可能会增强某些群体的国家认同感，而
弱化另一些群体的国家认同感。③

毫无疑问，做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家们和出国旅游的中间阶层，的确是当今全
球化的宠儿。中国企业家走向世界的步伐是与 “中国崛起”同步的，中国在世界体
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为中国企业家的海外扩张创造了机会。中国的文化精英们的
国际化道路也是如此，“中国崛起”不仅使他们有了更多的出国交流机会，也使他们
的观点看法在国际领域有了一席之地。出国旅游的中间阶层可能感受最深：国家地
位的提高，使他们在国外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尊重。可以这么说，当代中国精英
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伴随着 “中国崛起”，是 “中国崛起”造就了他们。那么，这
样的成长历程，会使他们在增长了全球化意识的同时而弱化其国家认同吗？此外，中
国较低阶层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经历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劳工阶层不同。欧美发达国家的
工人阶层明显感受到全球化对他们利益的冲击，外来移民与他们竞争就业机会；企业
家把工厂搬到海外，让他们失去就业机会。中国的工人没有这样的体验，至少至今还
没有。过去２０年伴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工人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都
在增长，他们不太可能产生像欧美工人阶层那样强烈的排外情绪和反全球化意识。

中国各社会群体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经历和感受，使当前中国社会不太可能出现
英国和美国正在经历的精英、中产与劳工阶层的社会分裂，不过，处于不同社会位
置的人群因卷入全球化程度不同而产生国家认同差异的现象还是有所表现。为考察
亨廷顿等人提出的全球化导致精英人群或中产人群国家认同感弱化是否在中国社会

出现，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２．１：社会阶层地位越高，国家认同感越弱。

在中国社会，除社会阶层位置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社会结构因素，也有可能影
响人们的国家认同。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是有一些制度安排影响了人们在社会结构中
的位置，比如：户口身份反映了人们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就业单位类型
是指人们是否在公有部门就业；党员身份代表了人们的政治地位或政治资源。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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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不仅包含对地域概念、历史文化概念和民族归属的国家 （ｎａｔｉｏｎ）的认同，同
时也包含与政治体制及政治理念相关的国家 （ｓｔａｔｅ）的认同。① 与国家联系更为紧
密的群体，比如就业于政府部门或具有党员身份的人，可能国家认同感更强。另外，

在中国社会，户口制度是导致人们社会经济差异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结构因素。不同
户口身份的人，社会经历不同，社会经济文化状况有所差异，其对全球化的感知也
有所不同，这些有可能影响人们的国家认同。比如，农业户口的人可能比城镇户口
的人更多地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国家认同感更强；而城镇户口的人接触更多的外
来文化，国家认同感可能较弱。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２．２：相对于在非公有部门的就业者，在公有部门的就业者的国家认同感
更强；

假设２．３：相对于非党员身份的人，党员的国家认同感更强；

假设２．４：相对于城镇户口的人，农业户口的人国家认同感更强。

（三）文化因素与国家认同感

文化因素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外来文化
会对本民族文化和身份认同产生冲击。亨廷顿认为，导致国家认同危机的一个重
要原因是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多样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损害了美国民众
的国家认同的核心内容，即 “美国信念”。② 在亨廷顿看来，“国民身份认同日趋
淡化”的局面正是由于异质文化相互间交流所引起的，这有可能给一个国家带来
国民身份认同的危机。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美国，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中也都
出现了：“这一危机同时出现在美国和如此之多的其它国家和地区，这也表明很可
能有共同的因素在起作用……现代化、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全球化使得人们重新
思考自己的身份”。③ 在欧洲，超国家的欧洲认同与国家认同产生冲突。“相比而
言，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面对的国家认同挑战更为复杂多元，如何既符合世界
发展潮流又彰显本国特性是这些国家面临的巨大难题，它们深刻地意识到，国家
认同不仅影响着其内政走向，也影响着其国际角色和国际地位。”④ 亨廷顿把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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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称为 “文明的冲突”。① 不过，也有学者不同意亨廷顿的看法，认为全球化认
同未必一定导致国家认同的弱化，比如，欧洲认同与各自国家的认同可以多元
共存。②

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通常通过考察文化水平和接受信息渠道与国家认同间的
关系，来验证文化因素对国家认同的影响。③ 一般来说，文化水平越高，接受信息
渠道越多元化，越可能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从而导致其国家认同感的弱化。许多
实证研究结果证实，受教育水平与国家认同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

国家认同程度越低，受教育较多的人的国家自豪感较弱。④ 哈德勒、赛斯苏和齐恩
等人基于 “国际社会调查项目”（ＩＳＳＰ）的３４个欧洲国家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受教
育程度较高的人，国家认同感较弱。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３．１：受教育程度越高，国家认同感越弱。

媒介和信息对人们的国家认同感的强化或弱化也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文化总是
和传播密不可分，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介具有影响人们价值观的潜力，９５％的实证
研究显示，传媒接触导致观念的变化，而互联网等电子媒介则以更快的速度、更大
的范围传播信息和影响人们的观念。⑤ 不同的媒介传播不同的信息，对人们的国家
认同感的影响也不同。⑥ 曼纽尔·卡斯特和本尼迪克·安德森等都强调了信息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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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媒体全球化趋势对人们的国家认同的影响。① 以往传统媒体主要由国家所控制，

国家通过媒体强化人们的国家认同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信息化社会的来临和
全球化的推进，使大众媒体出现了 “国际化、私有化和碎片化”趋势，这有可能弱
化国家认同。② 文化帝国主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理论则进一步指出，传播外来
文化元素的国际化媒体为美国文化和西方价值观念所主导，对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
国家的国家认同产生不利影响。③ 在中国社会，传统媒介 （主要指报纸、杂志等）

更多地传播中国的历史文化信息和官方所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 （包括爱国主义教育
内容），接触较多传统媒介可能强化国家认同；新媒介信息 （主要指互联网）则包括
更加多元化和更多的国外文化信息，接触较多新媒介可能会弱化国家认同。④ 不过，

要检验传统媒介和新媒介对国家认同感的影响，需要追踪调查数据，对国家认同感
进行重复测量，以检验传统媒介和新媒介接触频率增加或减少是否会导致国家认同
感的变化。本文所采用的是一个时间点的调查数据，只能检测传统媒介和新媒介接
触频率与国家认同感是否存在相关性，虽然两者存在的相关性不足以证明传统媒介
和新媒介的影响作用，但其对进一步考察媒介接触对国家认同感的影响提供了一种
思路。为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３．２：传统媒介 （指报纸杂志）使用频率越高，国家认同感越强；

假设３．３：新媒介 （指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国家认同感越弱。

（四）代际差异与国家认同

社会变迁带来了价值观变化，而这种变化常常表现为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差异。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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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Ｗ．ＭｃＣｈｅｓｎｅ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ｅｄｉａ，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ａｎｄ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５２，ｎｏ．１０，２００１，ｐｐ．１－１９；Ｈ．Ｉ．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Ｍａｓｓ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Ｂｏｓｔｏｎ：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
本文数据只提供了 “传统媒介”和 “新媒介”使用频率信息，没有更进一步的媒体种
类信息，因此文章只检验了 “传统媒介”和 “新媒介”使用频率与国家认同间的关系。
参见李春玲：《静悄悄的革命是否临近？———从８０后和９０后的价值观转变看年轻一代
的先行性》，《河北学刊》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
转型》。



在社会变迁的环境下，人们因为不同年龄或者身处不同世代，成长于不同的社会经济
环境而形成不同的价值观、认同感和政治态度。① 代际之间的观念差异，部分是由于
不同年龄的生理或者心理上的区别造成的，② 但更重要的是由社会变迁导致不同代
际的不同历史经历，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的改变所致。③

国家认同感作为价值观的一个核心部分，也会因社会变迁而出现代际差异。关
于国家认同感的代际差异，英格尔哈特在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中给予了解释。

英格尔哈特提出 “社会化假设”，提出未成年阶段形成的基本价值观奠定了人一生的
价值取向，而每一代人由于青少年时期不同的生活境遇形成了价值观念的代际差异，

代际更替推动了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转变。④ 老一代人的青少年时期往往是在物质
较为匮乏的环境中度过，他们的基本价值观 （包括国家认同意识）成型于青少年时
期，尽管之后的生活条件改善了，但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形成的观念将保持稳定而变
化不大。当代青年人生活在物质生活条件较好、生存环境更有保障的时代，他们更
倾向于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国家认同感弱于父辈一代。史密斯和金的一项国际比
较研究表明，在绝大多数国家，年龄越大的人爱国主义倾向越强烈。⑤ 唐文方和本
杰明·达尔在２００８年对３０００多位中国人的调查发现，年长的中国人比年轻人更具
有民族意识，国家认同感更强。⑥
同时，全球化对青年人的影响也要大于老一辈。青年人所接受的教育和信息包

含更多的多元文化内容，青年人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接受了高等
教育的青年人受全球化的影响更大，国家认同危机也更强烈，这也是大学生国家认
同问题受到较多关注的原因。⑦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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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布伦盖特夫妇： 《生命过程与代政治学》，孙忠雄译，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１９９０年第１２期；周晓虹：《冲突与认同：全球化背景下的代际关系》，《社会》２００８年
第２期。
参见马赫列尔：《青年问题和青年学》，陆象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Ｅｍｍａ　Ｐａｒｒｙ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Ｕｒｗ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ｏｒｋ　Ｖａｌｕｅｓ：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ｓ，ｖｏｌ．１３，ｎｏ．
１，２０１１，ｐｐ．７９－９６．
参见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４３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
第３页。

Ｔｏｍ　Ｗ．Ｓｍｉｔｈ　ａｎｄ　Ｓｅｏｋｈｏ　Ｋｉｍ，“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ｄｅ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１９９５／９６
ａｎｄ　２００３／０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１８，ｎｏ．１，

２００６，ｐｐ．１２７－１３６．
转引自邵立：《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从何而来？影响几何？》，《青年参考》２０１２年９月

１２日，第０２版。
刘森林：《当代中国青年国家认同感及其影响因素》，《北京工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

２期；吕芳：《北京部分高校大学生国家认同的调查与分析》，《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０年
第４期。



假设４．１：青年一代的国家认同感弱于老一代；

假设４．２：高等教育与国家认同感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代际差异不只体现在国家认同感的强弱程度上，还表现在相关影响因素方面。

青年人的职业生涯刚开始，青年群体中社会经济地位差异还没有拉开较大的距离，

因此社会结构因素对他们的国家认同感的影响较弱；文化因素对青年人国家认同感
的影响较大，因为青年人正处于价值观的形成时期，教育和传媒信息会对他们的认
同感产生直接影响。老一代人的价值观已基本定型，传媒信息对他们的国家认同感
的影响较弱，但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较为明显。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４．３：社会结构因素对老一代人国家认同感的影响大于青年一代；

假设４．４：文化因素对青年一代的国家认同感的影响大于老一代人。

二、数据、概念界定与变量

（一）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２０１３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ＣＳＳ）。

ＣＳＳ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实施的一项全国范围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
项目，目的是通过长期纵贯调查，来获取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数据资料，从而
为社会科学研究和政府决策提供详实而科学的基础信息。２０１３年的ＣＳＳ调查覆盖全
国３０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５９６个县 （县级市、区、旗），共回收成功访问问卷

１０２０６份。调查采用了多阶段复合抽样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的方法，

调查对象为１８—７０岁的中国公民。调查内容涉及被访人的家庭、职业、收入、消
费、态度等多方面信息，其中也包括国家认同感。根据因变量 “国家认同感”一题
的答题情况，本文最后确定有效样本数为１０１８５个。

（二）国家认同感概念界定及测量

国家认同是一种对自己与国家之间联系的意识，是公民个体主观认可的、自己属
于某个国家的感受，① 主要是指对自己所属国家的政治结构、精神价值等的主观认
知以及由此形成的忧患意识和国家自豪感等主观感受。② 对于国家认同感的具体内
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界定。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国家认同感就是公民认同感。③

安德烈亚斯·珀尔曼认为，国家认同应该从四个维度去理解，即公民国家身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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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Ｌｅｏｎｉｅ　Ｈｕｄｄｙ　ａｎｄ　Ｎａｄｉａ　Ｋｈａｔｉｂ，“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５１，ｎｏ．１，２００７，ｐｐ．６３－７７．
柏贵喜：《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浅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１１期。
参见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２１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



族国家身份、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自豪感。① 亨廷顿认为，国家认同有四个组成部分：

民族属性、人种属性、文化因素和政治因素，其中文化因素是最核心的内容。② 崔
贵强把国家认同视为 “个人与国家之间，发生了感情上的结合，在心理上认为个人
（自我）是国家的一部分，在自我内部，国家也被内摄，成为自我的一部分。个人

与国家已经浑然结合为一体，个人以国家的利益为个人的利益，因此表现在个人的
行为上，就是为国家的利益而努力”。③ 佐斌认为，国家认同感 （或民族认同感、

国家身份感）是人们对自己的国家成员身份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的知悉和接受。④ 陈

茂荣认为，除身份感 （归属感）外，国家认同感还应涵括责任感、义务感和荣誉
感。⑤概括上述各种概念界定，本文把国家认同感的核心内容确定为个人对国家的身
份认同 （归属感）、国家荣誉感和责任感 （带有 “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的含义）。

本文对 “国家认同感”的测量方法借鉴了政治学家普遍采用的公众态度调查测

量方法，即根据问卷调查被访者对相关问题的回答所构建的态度测量量表，给每一
种答案赋以确定的分值，根据得分的高低判断其国家认同感的强弱。具体测量包括
一组５道题的提问，这５道题包含个人的国家身份认同和国家荣誉感及责任感等内

容 （参见表１）。

表１　 国家认同感测量

提问 测试题 答案选项赋值

下列描述

在多大程度上

和您实际情况相符？

Ａ．当别人批评中国人的时候，我觉得像是在批评我自己。
Ｂ．我经常因国家现存的一些问题而感到丢脸。
Ｃ．我经常为国家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
Ｄ．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是愿意做中国人。
Ｅ．不管中国发生什么事情，即使有机会离开，我也会留在中国。

很不符合 （－２分）
不太符合 （－１分）
不好说 （０分）
比较符合 （１分）
很符合 （２分）

本文的 “国家认同感”强弱程度测量采用李克特量表的计分方法。表１的５道
测试题分别有５个选项答案：“很不符合”、“不太符合”、“比较符合”、“很符合”和
“不好说”，各选项答案分别赋值为－２、－１、０、１和２分，５道题得分加总，产生
一个复合变量 “国家认同感”；“国家认同感”得分越高，表示国家认同感越强。为
确保复合变量 “国家认同感”的有效性，本文通过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检测上述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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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ｒｅａｓ　Ｐｌｌｍａｎ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ａｍｏｎｇ　Ｂｅｒｌｉｎ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ｅａ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ｄｅ　ａｎｄ　Ｓｕｐｒ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３４，ｎｏ．１，２００８，ｐｐ．４５－５３．
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第４３页。
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若干观察 （１９４５—１９５９年）》， 《南洋问题研究》１９８９
年第２期。
佐斌：《论儿童国家认同感的形成》，《教育研究与实验》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陈茂荣：《国家认同问题研究综述》，《北方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道测试题是否可以建构一个测量指数。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是测量一组提问内在异
质性的系数，由此可以判断这一组提问是否代表了同一种态度倾向，以及是否可以
构成一个态度测量指数。一般而言，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系数高于０．６，表明这一量
表的信度在可接受范围内。本研究所建构的 “国家认同感”变量，其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系数为０．７２４，信度较高，表明这５道题目可以构成一个国家认同感强度指数。

（三）自变量

本文的研究目标是考察国家认同感的影响因素及其代际差异，“国家认同感”是
因变量，自变量 （影响因素）主要分为４大类：经济因素、社会结构因素、文化因
素和代际因素。

１．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由２个变量来测量：家庭人均年收入和就业稳定性。收入是通常采用

的代表经济能力的指标，工作稳定性反映个人经济安全性或经济风险程度。２０１３年

ＣＳＳ数据提供了被访者家庭的年总收入和家庭成员人数的信息，家庭人均年收入是
家庭年总收入除以家庭成员人数所得值。对家庭人均年收入进行分组：低收入组
（１００００元以下）、中低收入组 （１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元）、中高收入组 （３００００—７００００元）

和高收入组 （７００００元以上）。工作稳定性是指在未来６个月内失业的可能性，选择
“不太可能失业”和 “完全不可能失业”表明工作稳定；选择 “完全有可能失业”、
“有可能失业”和 “不确定”则归为工作不稳定。

２．社会结构因素
社会结构因素包括４个指标：社会阶层地位 （以职业分类为基础）、单位类型、

户口身份和政治身份。社会阶层地位归为三大类：基础阶层 （包括商业服务业员工，

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中间位置阶层 （包括专业技
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优势地位阶层 （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
员，私营企业主）。单位类型分两个类别：一是公有部门 （包括党政机关、人民团
体、军队、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国有／集体事业单位、集体企业，协会、行
会、基金会等社会团体或社会组织，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等自治组织）；二是非公有
部门 （排除公有部门所包含的类别）。① 户口身份分两类：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政
治身份分两类：党员和非党员。

３．文化因素

·３４１·

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其代际特征差异

① 吴愈晓、王鹏、黄超在 《家庭庇护、体制庇护与工作家庭冲突》（《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６期）中，将党政机关、国有 （控股）企业、国有或集体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
及居／村委会归为公有部门；梁玉成在 《渐进转型与激进转型在初职进入和代内流动上
的不同模式》（《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４期）中，将 “集体企业”也归为公有部门。
本文认同并采用上述归类。



文化因素包括３个变量：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使用传统媒介 （指阅读报纸杂
志）的频率和使用新媒介 （例如，使用互联网浏览新闻）的频率。使用传统媒介和
新媒介的频率分别设定为两类：ａ．“频率低” （包括从不、一年几次、一月至少一
次、一周至少一次）；ｂ．频率高 （包括一周多次、几乎每天）。

４．代际因素
代际因素分别考虑了连续变量和分类变量。连续变量为年龄，分类变量区分了

青年群体与老一代群体。根据英格尔哈特的 “社会化假设”，价值观的代际差异是由
巨大的社会经济变迁所导致，青年一代的生活环境与老一代人的生活环境间有根本
的区别，从而形成了青年人与老一代人的不同的价值态度。改革开放导致我国社会
发生巨大变迁，以改革开放为社会背景，出生在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形成了两
个不同的群。① 因此，本文把改革开放作为代际分界线，青年群体是改革开放以后
出生的人，在２０１３年调查时的年龄为１８—３５岁；老一代群体是改革开放以前出生
的人，在２０１３年调查时的年龄为３６岁及以上。

５．控制变量
本研究把性别和地区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

（四）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

表２列出了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基本情况。

表２　 变量情况描述

变量 性质 均值 标准差 说明

因变量

　国家认同 连续 ５．２７　 ３．１４ 最小值－１０，最大值１０，分值越高，认同感越强
自变量

　家庭人均年收入 连续 １４５８８．１　 １８７７５．１２ 最小值０，最大值４３３３３３．３

　就业稳定性 定类 ０．８４　 ０．４６ 稳定＝１，不稳定＝０

　客观阶级地位 定类 １．１８　 ０．４４ 基础阶层＝１，中间位置阶层＝２，优势地位阶层＝３

　单位类型 定类 ０．８８　 ０．３２ 体制内＝０，非体制内＝１

　户口身份 定类 ０．３２　 ０．４７ 农业户口＝０，非农业户口＝１

　政治身份 定类 ０．１０　 ０．３０ 非党员＝０，党员＝１

　是否受过高等教育 定类 ０．１３　 ０．３４ 否＝０，是＝１

　使用传统媒介频率 定类 ０．１８　 ０．３８ 频率低＝０，频率高＝１

　使用新媒介频率 定类 ０．７５　 ０．４３ 频率低＝０，频率高＝１
其他变量

　性别 定类 ０．４５　 ０．５０ 女＝０，男＝１

　年龄 连续 ４５．７２　 １３．６４ 最小值１８，最大值７２

　代际 定类 ０．２５　 ０．４３　 ３５岁以上＝０，１８—３５岁＝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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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列出的国家认同感的平均得分为５．２７，远高于分值设定 （－１０至１０分之
间）的中间值 （０分），这表明，总体而言，我国民众的国家认同感较强。

三、数据分析结果

（一）国家认同感的影响因素

表３所列的４个线性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了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以及年
龄因素对个人国家认同感的影响。模型１纳入研究假设涉及的所有自变量。在经济
因素方面，收入水平对国家认同感有显著影响，两者呈现负相关关系，收入水平越
高，国家认同感越弱，这与英格尔哈特和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但代表
经济安全感的变量 （工作稳定性）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假设１．１得到支持，但假设

１．２没有得到证实。

社会结构变量中仅有客观阶层地位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但不无意外的是，

与基础阶层和中间位置阶层相比，优势地位阶层的国家认同感更强，而中间位置
阶层与基础阶层的国家认同感没有显著差异，这与亨廷顿、英格尔哈特等人的观
点相左。亨廷顿和英格尔哈特认为，精英和中间阶层的国家认同感要弱于中下阶
层和劳工阶层。本文的数据结果则发现，中国的精英阶层和中间阶层的国家认同
感并不弱于工农阶层，相反，精英阶层还表现出比其他阶层更强的国家认同感。

数据结果还显示，户口身份也对国家认同有影响，非农户口的国家认同感弱于农
业户口者。另外两个社会结构因素 （单位类型和党员身份）对国家认同感的影响
都不显著。假设２．１被拒绝，假设２．２和假设２．３也没有得到证实，但假设２．４
得到支持。

文化因素中，高等教育对国家认同感的影响十分显著，两者呈负相关关系，

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的国家认同感明显弱于未接受高等教育者，这一结果与其他实
证研究结论一致。传播媒介和新媒介的回归系数则不显著，没有证实媒介使用与
国家认同感之间的相关性。假设３．１获得支持，但假设３．２和假设３．３没有得到
证实。

年龄对国家认同感的影响十分显著，年纪较长的人，国家认同感更强，这与英
格尔哈特的观点以及大多数实证研究结果一致。性别的影响则不显著。

模型２用收入分组变量代替了收入连续变量，结果发现，中低收入组和中
高收入组的国家认同感与低收入组没有差异，只有高收入组的国家认同感明显
低于其他收入组。这说明，收入对国家认同感的弱化作用主要体现在高收入者
群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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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国家认同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及各组变量的解释贡献率

自变量

模型１
（总体）

模型２
（总体）

模型３ （１８—３５岁） 模型４ （３６岁及以上）

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解释贡献率 系数 解释贡献率

人口特征 １６．６４　 １７．１３

　　男性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５　 ０．１８１ －０．１８７

　　年龄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４＊＊＊ ０．０６０＊＊ ０．０４４＊＊

经济因素 ２９．４９　 １１．５３

　　家庭人均年收入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中低收入 — ０．１５９ — —

　　中高收入 — ０．１３５ — —

　　高收入 — －１．３７４＊＊ — —

　　工作稳定性 －０．２００ －０．２３９ －０．２０１ －０．１２７
社会结构因素 １４．９５　 ４９．５２

　　中间阶层 ０．３０２　 ０．２８３　 ０．０５５　 ０．６０１＊＊

　　优势阶层 ０．９２５＊＊ ０．８７４＊ ０．０７４　 １．３０２＊＊＊

　　非体制内 －０．３３９ －０．３４２ －０．５７２＊ －０．１００

　　非农户口 －０．４３５＊ －０．４９７＊ －０．３４８ －０．４７４＊

　　党员 ０．４０８　 ０．４１９　 ０．０９０　 ０．６２４＊＊

文化因素 ３６．２１　 １３．３４

　　接受高等教育 －０．６５４＊＊ －０．６９４＊＊ －０．７８５＊＊ －０．５１８

　　传统媒介使用频率高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４　 ０．５１６＊＊ －０．４５４

　　新媒介使用频率高 ０．２４１　 ０．２１９　 ０．４１８　 ０．１３７
地区 ２．７１　 ８．４８

　　中部地区 ０．１９９　 ０．２１２　 ０．１１５　 ０．２４９

　　西部地区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２　 ０．２２６ －０．３２１
常数项 １８．９１４＊＊＊ １８．７１６＊＊＊ １８．５３６　 １８．８８２

　　Ｒ－ｓｑｒ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４

　　Ｐｒｏｂ＞Ｆ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Ｎ　 １０１８５　 １０１８５　 ２５１１　 ７６７４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二）国家认同感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

模型３和模型４比较了青年一代 （１８—３５岁）和老一代人 （３６岁及以上）的国家
认同的影响因素。在回归分析的基础上，采用Ｓｈａｐｌｅｙ值分解方法，对国家认同感影
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分析。Ｓｈａｐｌｅｙ值分解方法可以对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进
行更深入的分析，分解各自变量的具体贡献和相对重要程度，① 同时，Ｓｈａｐｌｅｙ值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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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变量的贡献率可以相加，从而可以估计出一组自变量的总贡献率。①

Ｓｈａｐｌｅｙ分解值显示，在青年一代的模型中，经济因素可以解释２９．４９％的国家

认同感差异；社会结构因素可以解释１４．９５％的国家认同感差异；文化因素可以解

释３６．２１％的国家认同感差异；其他１９．３５％的差异由年龄、性别和地区等因素解

释。在老一代人的模型中，经济因素解释力明显小于青年一代 （１１．５３％）；社会结

构因素解释力则远远大于青年一代 （４９．５２％）；而文化因素解释力又小于青年一代
（１３．３４％）。这些说明，对老一代人的国家认同感影响最大的是社会结构因素，它解

释了老一辈人国家认同感５０％的差异，而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作用较小。对

青年一代国家认同感影响最大的是文化因素，其次是经济因素，社会结构因素的影

响作用最小。

在经济因素方面，工作稳定性对青年一代和老一代人的国家认同感都没有影响；

收入水平对青年人和老一代人都有影响，收入越高，国家认同感越弱。但是，收入

对两代人的影响程度不同，对青年人的影响更大也更明显 （解释贡献率更大且系数

更为显著），对老一代人的影响则微弱 （解释贡献率小且系数微弱显著）。

在社会结构因素方面，社会阶层位置对老一代人有显著影响，阶层地位越高，

国家认同感越强，处于优势阶层位置的老一代人的国家认同感的强烈程度高于中间

位置阶层，而中间位置阶层的国家认同感又高于基础阶层。同时，党员身份和户口

身份影响老一代人的国家认同感，老一代人中的党员有更强烈的国家认同感，而非

农户口群体的国家认同感弱于农业户口人群。不过，就业单位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

对老一代人没有影响。

社会结构因素对青年一代的影响不仅小于对老一代人的影响，而且影响机制也

不同。对老一代人有强烈影响的社会阶层位置因素对青年一代的国家认同感没有显

著影响。同时，影响老一代人的户口身份对青年一代的国家认同感也没有影响。更

令人吃惊的是，能增强老一代人国家认同感的党员身份没有增强青年人的国家认同

感。不过，对老一代人没有影响的社会结构因素———单位类型，对青年一代有显著

影响，在公有部门就业的青年的国家认同感高于在非公有部门就业的青年。

在文化因素方面，三个自变量对老一代人的国家认同感都没有显著影响，但其

中的两个因素 （接受高等教育和传统媒介使用频率）与青年人的国家认同感存在显

著相关关系。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的国家认同感弱于未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同时，

传统媒介使用频率高的青年的国家认同感强于使用频率低的青年。

综合来看，国家认同感的影响因素存在极为突出的代际差异，对于老一代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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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社会阶层位置是关键性的影响因素，处于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国家认同感较强；党
员身份也有助于增强国家认同感，但非农户口身份和高收入会弱化国家认同感；接受

高水平教育不会显著弱化老一代人的国家认同感，传播媒介对老一代人的影响也不显

著。青年一代的情况则极为不同，高收入和高水平教育会弱化其国家认同感，不过，

多接触传统媒介有可能增强他们的国家认同感。本文提出的代际差异的两个假设 （假

设４．３和假设４．４）都得到了证实。假设４．２也得到支持，即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

其国家认同感弱于较低文化水平的青年。另外，年龄因素对两个代际群体都有影响，

不论是青年一代还是老一代，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国家认同感都会增强。

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数据结果显示，虽然我国民众的国家认同感较强，但不同社会人群和代

际群体的国家认同感强弱程度有所差异；经济因素、社会结构因素和文化因素都会

影响个人的国家认同感；国家认同感及其影响因素存在代际差异。青年一代的国家

认同感弱于老一代人，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的国家认同感弱化更为明显；老一代人

的国家认同感更易于受到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而青年一代的国家认同感更易于受

到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本文有的发现部分支持了英格尔哈特的理论假设
（匮乏假设和社会化假设），有的发现则表明，这些理论假设在当前中国社会的作用

方式与西方社会有所不同。亨廷顿等人提出的 “精英国家认同感弱化”现象在当前

中国没有出现，相反，中国社会的优势地位阶层的国家认同感比中间位置阶层和基

础阶层的国家认同感更强。

本文的一些数据分析结果与英格尔哈特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收入水平和教育

水平的提高会弱化国家认同感。不过，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青年人身上，

教育水平对老一代人没有显著影响，收入水平对老一代人有较弱的影响。同时，这
两个因素要达到比较高的水平才能发挥作用。例如，在收入方面，只有达到较高收

入水平，弱化国家认同的现象才会出现；在教育方面，接受高等教育会弱化国家认

同感。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对青年人国家认同感的弱化作用与全球化有必然

联系。不过，数据显示，较多接受传统媒介信息的青年人的国家认同感更强。这表

明，舆论宣传和爱国主义教育可能在提升国家认同感方面发挥作用。数据还显示，

互联网等新媒介的使用频率与青年的国家认同感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虽然新媒体传

播的信息更加多元化，但青年人还是有可能进行理性的判断和选择。罗斯、里昂和

齐瑞思苏库乌等人在研究国家认同感时区分了感性爱国主义 （ｂｌｉｎｄ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与

理性爱国主义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感性爱国主义指对国家强烈的、一成不变

的依恋和坚定不移的忠诚，不能容忍对国家的任何批评非议，对外来文化和事物具

有较强的排外情绪；而理性爱国主义则以对国家的批判性忠诚为特征，在希望国家
·８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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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的动机驱使下，关注国内、国外事物，提出批评建议，以开放的
心态选择性地接受外来信息。① 在全球化时代，单纯地向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灌
注感性爱国主义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而培育青年人的理性爱国主义，才能使他们
在多元文化冲击的环境下做出恰当的选择，稳固和增强国家认同感。另外，数据显
示，党员身份有助于增强老一代人的国家认同感，但在青年群体中却没有这种效应。

近十几年来，大量的大学生加入党员队伍，但入党筛选过程和入党后的思想教育并
未在提升国家认同感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如何提升青年党员的国家认同感
和爱国情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本文的数据结果与多数国外研究最突出的不同表现在社会阶层地位与国家认同

感之间的关系方面。国外多数实证研究表明，精英群体和中间阶层的国家认同感弱
于中下阶层和劳工阶层，亨廷顿特别强调了精英人士重视全球认同而忽视国家认同。

本文却发现，不仅中间位置阶层的国家认同感不弱于基础阶层，而且，优势地位阶
层的国家认同感还强于中间位置阶层和基础阶层。在中国，国家和政府是经济增长
的主要推动者，精英群体及中间阶层的生成和成长与国家发展紧密相关，精英群体
及中间阶层迈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步伐伴随着 “中国崛起”的过程，导致精英群体
及中间阶层在融入全球化的同时并没有明显弱化他们的国家认同。此外，中国的工
人阶层也不像西方国家的工人阶层那样成为全球化的利益受损者，相反，他们在全
球化推进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增长机会。这说明，当前中国社会在国
家认同方面不太可能出现像美国和英国那样的 “社会撕裂”现象。而这背后的一个
深层次原因，可能是国家在全球化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所导致的。在欧美国家和部
分发展中国家，精英群体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其全球化策略 （比如企业迁往海
外和吸纳国外移民以获取廉价劳动力和降低生产成本）使精英群体极大地获益而劳
工阶层受损。在中国，国家和政府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 （全球化是政府推动经济
增长这一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全球化最大获益者的精英群体往往与国家
之间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因此，不会因为他们融入全球化而导致其国家认同感
弱化。同时，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策略不仅使精英群体获益，而且也保障了基础阶
层的利益。全球化策略的国别差异及其对不同阶层的国家认同感的影响还需做更深
入的研究，亨廷顿的相关理论陈述把这一问题简单化了。

另外，收入因素与国家认同感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也表现得比较特殊。数据显示，

高收入会弱化国家认同，但主要表现在青年人身上，对老一代群体的影响则较弱。

因此，所谓的 “富人不爱国”并不准确。我们进行的一些个案访谈印证了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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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中老年群体中的高收入者，包括那些在海外投资甚至移民海外的人，仍怀
有较强的爱国情怀、民族自豪感和中国文化认同。而高收入的青年人有条件经常出
国体验西方生活方式、接触西方文化并享有高品质的西方商品，这对中国文化和其
国民身份的认同感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那些高学历并掌握市场稀缺专业技能而选
择技术移民的青年人，他们的国家认同感较低，但这些青年人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
所需要的人才。

在制定提升民众国家认同意识的战略对策时，还需注意到国家认同感及其影响
因素的代际差异。老一代人强烈的爱国情怀不易于受到全球化文化和物质生活环境
改变的影响，而青年一代则相对容易受到冲击，对于高收入和高文化水平的青年尤
其如此。英格尔哈特的 “社会化假设”效应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老一代人的国
家认同感已经形成并保持稳定，即使他们基于个人利益需求和事业发展考虑选择移
民或投资国外，在情感和认同方面仍倾向于祖国；公众舆论对他们不必过度指责，

反而应强化他们对国家的依恋情感，鼓励他们为国家发展多作贡献。青年人的国家
认同感正在形成过程中，爱国主义教育和舆论宣传有助于增强他们的国家认同感，

但是，对于最易受到全球化影响的高收入、高文化水平的青年，靠单纯的宣传教育
是不够的，给他们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让他们像老一代的精英和中间阶层人群一
样，把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他们的全球化体验与国家认同感共
生共存，这样才有利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概言之，创造发展机会是提升
青年人国家认同感的长效机制。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由于本研究采用的调查数据的局
限性，无法对部分变量的影响作用做准确考察，比如，对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接触
频率对国家认同感的影响分析，还需要进一步的追踪调查数据。此外，本研究的数
据来自２０１３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而２０１３年至今中国社会已发生了许多变化，民
众的国家认同感，特别是青年人的国家认同感可能发生了变化。同时，国家认同感
的年代变化趋势是一个更加重要的研究主题，这将是未来我们考虑深化研究的一个
方向。概言之，关于国家认同感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探讨。

〔责任编辑：刘亚秋　责任编审：冯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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